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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

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 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

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

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

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

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

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

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

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

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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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协同发

展已经成为邻近区域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互利共

赢的首要选择（周春山 等，2018）。近年来，随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相继颁布实施，促进区域协同

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共有之意（方创琳，2017；

张虹鸥 等，2018）。但是，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三大城市群区域

（樊杰 等，2019），依然存在行政分割、产业同构、

竞争同质、资源错配、环境污染等问题（陆大道，

2018；方创琳 等，2020；刘毅 等，2020a）。总体

上，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尚不健全，协同

性和连接性有待提升。

对于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解，方创琳（2017）以

京津冀为例，认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真正内涵是推

动城市群实现规划协同、交通协同、产业协同、城

乡协同、市场协同、科技协同、金融协同、信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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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态协同和环境协同，建设协同发展共同体。

周春山等（2018）以协同学为参照，认为区域协同

是区域内各城市通过人口、资金和信息等的相互作

用，突破行政区划制约，发挥初始禀赋与比较优

势，实现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时间、空间

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进而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

化。史培军等（2019）以“地理协同论”为基础，

认为只有充分理解“人地关系”，才能科学设计

“人地协同”。尤其是在新阶段、新背景、新趋势

下，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交互推进，全球经济

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代替，

“流”、节点、连接和网络成为构筑区域经济体系的

核心逻辑基础（陆大道，2017）。城市群协同研究

从以往基于场所空间的规模（能力）研究，转向基

于流动空间的关系 （功能） 研究 （唐子来 等，

2017）。以世界一流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和东京湾区）为例，在增长极、区域经济一体化、

核心－边缘、区域空间相互作用、全球生产网络等

理论体系指导下，由“共享、协作、分工、互补”

逐步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张胜磊，2018）。

纽约湾区以“中心引领－外围若干功能区”空间结

构为鲜明特征，旧金山湾区逐步强化以交通干线构

建的“泛网络化”空间结构，东京湾区正在强化

“对流型”的空间结构，世界一流湾区的发育成长

都伴随持续的产业转型升级（刘毅 等，2020b），以

及经济、环境、服务、政策等各个层面的优化与协

同（刘毅 等，2020b），形成区域互联互通、要素高

效流动的良好局面。

从珠三角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从改革开放

以来的“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许学强 等，

2009）到当前的“东亚最大的都市连绵区域”（马

向明 等，2017）再到正在建设的“国际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通过产业

协同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多赢”局面的成功实践

（李郇 等，2012；周春山 等，2017；向晓梅 等，

2018）。但是，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形势下，作

为“一国两制三关税”的特殊区域，粤港澳大湾区

更是研究区域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粤港澳大湾区

从过去的以跨境产业合作、以区域政府间合作为主

的模式，转向有国家规划目标引导的跨境协同发展

与跨境区域治理（蔡赤萌，2017）。要客观理性地

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与典型性 （李立勋，

2017），才能准确把握其协同发展的可为与不可为

（林初昇，2017）。粤港澳大湾区的典型性主要表现

在：制度环境特殊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

系尺度复杂性（中央－地方关系、府际关系）；内

部差异显著性 （经济差异、文化差异等）。由此，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供需结构不匹配、资源能源

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公共服务不均等诸

多挑战。进而，“建立区域合作关系，推进区域协

同发展”成为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本原则之

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更加强调整体性与协调性。

已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

在协同机制的战略探讨（邓志新，2017；李立勋，

2017；毛艳华 等，2018）、跨境区域协调（刘云刚

等，2018；许志桦 等，2019）、区域一体化（李郇

等，2018；刘毅 等，2019）、产业协同模式（刘锦

等，2018；向晓梅 等，2018；赵晓斌 等，2018；

钟韵 等，2021）、创新联系（钟韵 等，2020）、跨

界通勤（李颖 等，2020）、环境协同治理（潘泽强

等，2019；许堞 等，2020）等方面。协同发展研究

由基于规模 （能力） 的场所空间转向基于关系

（“流”）的流动空间，更加侧重城市之间的连通

性与流动性。城市群空间网络成为理解城市群内部

关系的重要视角，不同规模的城市在不同空间尺度

下形成彼此间相互联系更加频繁密切、彼此间联系

方式更加复杂多元的城市网络空间组织（彭芳梅，

2017；邱坚坚 等，2019）。如彭芳梅（2017）基于

改进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粤港澳网

络联系呈现由港深穗向周边梯度衰减态势，且表现

出显著的圈层结构特征。陈世栋（2018）通过构建

“百度指数”判别粤港澳大湾区 11个城市之间的联

系强度，解释了“香港－深圳”和“广州－佛山”

是要素汇聚的两大极核。邱坚坚等（2019）借助交

通流和信息流分析，揭示了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

湾区以广深为双核心的空间网络格局。已有研究过

多关注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城记”的种种想象

（李立勋，2017），对于如何打造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的良好局面，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进而形成

协同和包容的区域内城市网络关系等方面关注不足

（钟韵 等，2017）。毕竟，城市群协同发展最终不是

消除区域内差异、不是实现区域内平均，而是提升

区域整体的连通性、协同性和竞争力。然而，对于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评价、协调发展的

关键制约因素依然缺乏系统地定量分析。当前，城

市群协同发展评价主要侧重城市群各个城市的协同

能力评价，首先，对于城市群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

关系评价关注不足，并且缺乏相关大数据支撑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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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评价手段，导致城市群协同发展评价的主要内

容和评价结果存在差异。其次，一些指数的设计缺

少简明的数学特性，虽然也能得出一定的量化评

分，但很难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有些方法的指标

体系过于庞大复杂，因而不利于进行政策评价并得

出清晰的政策涵义。鉴于此，如何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协调发展，突显了开展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水

平综合评价的必要性，同时，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协

同测度指标又是实现综合评价的关键所在。本文拟

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

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

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

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

析。以期创新城市群协同发展理论研究及应用研

究，形成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与趋势的科

学判断。

1 协同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

关键在于解决“测什么”的问题。周春山等

（2018）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主要受资源禀

赋差异、资本市场驱动、政府制度安排、外部环境

变化等 4种主要力量的影响。方远平等（2019）认

为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受区域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

平、区域功能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信息技术

革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具体指

标达 200项之多，涉及社会、经济、环境、政策等

多个维度，是本文构建协同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参

考 （表 1）。全球创新指数 （Global Innovation In‐

dex，GII）更聚焦于创新系统的综合分析，其指标

体系不仅包含多样性的创新要素，而且包含科技合

作、创新网络等。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指数和长江经

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从产业、科技、环境、

生态、服务、政策等维度实现协同发展的量化分

析，并进一步强调集聚、连接、协作等指标的重要

性。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

对于城市连通性的阐述，是本文系统构建关系类指

标的重要支撑。但是，GaWC更加侧重基于生产性

服务业的城市网络，难以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

制造业优势。

因此，在充分理解SDGs和GII的基础上，借鉴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指数、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

能力指数、GaWC世界城市排名的指标体系，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趋势，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

同共治、服务协同共享、制度协同安排 4个维度构

建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注重测度城市之间

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相互关系，实现大湾区

协同发展水平的单一指标测度和综合发展评价。其

中，产业协同创新是大湾区开展全球布局的经济支

撑，环境协同治理是大湾区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实

践，服务协同共享是大湾区打造优质生活圈的服务

理念，制度协同安排是大湾区创建一流湾区的政策

保障（图1）。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说明及数据来源

详见《城市群协同发展智能化评价规范，团体标

表1 已有协同发展相关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s related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指标体系

SDGs
可持续
发展
目标

GII全球
创新指数

ACEP一体
化发展
指数

GaWC全球
城市排名

主要内容

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SDG由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分类、分级
和分层为原则，并通过估算历时性数据来观测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变化
趋势，旨在通过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的发展问题。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英士国际
商学院（INSEAD）发布，GII总得分是投入和产出次级指数得分的简单平
均数。投入类指标包含：1）制度；2）人力资本和研究；3）基础设施；4）市场
成熟度；5）商业成熟度；产出类指标包含：6）知识和技术产出；7）创意产出。
（详见：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en/）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指数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从经济集聚度（A）、
区域连接性（C）、经济均等化（E）、政策协同（P）4个方面来刻画区域的一体
化，由此形成了ACEP指数。

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着眼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的
分布，以此定位城市在世界中的连通性。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金融、广告、
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等）的全球布局，衡量所在城市的全球连通性（Global
Network Connectivities）。（详见：https：//www.lboro.ac.uk/gawc/group.html）

说明

①构建分17维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有200多个；
②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侧重规模、水平和能力的
测度，同时关注跨界流域治理、国家间科技合作、南
南合作、伙伴关系等。

①构建分投入和产出等维度指标体系；
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测度，技术合作和创新网络是
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构建分集聚、连接、均等、协同等维度指标体系；
②区域一体化关系测度，侧重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
关系的测度

GaWC着眼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的分布，以
此定位城市在世界中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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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T/GDC 98-2021》，数据以2017年为基准。

2 协同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方法

2.1 要素流强度统计模型

以往的城市空间网络侧重基于场所空间的城市

联系，突出地方性。而由要素流动所产生的“流空

间”则强调网络化。由卡斯特（Castells）首次提出

的“流空间”（Castells, 2004），定义为通过流动而

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逐渐成为

理解与重构城市网络结构的重要视角 （Castells,

2009）。“流空间”是由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

流、资金流、技术流、知识流等各种要素移动组成

的单向、双向或者多向流动的网络化的动态空间

（董超 等；2014）。当前，基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

“流空间”研究不仅包含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而

且包括区域和全球等大尺度的远程相互联系。

要素流强度的统计主要应用于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O-D数据和非O-D数据。对于O-D数据，主要构

建城市群内 n 个城市的 n×n 非对称 O-D 流量矩阵。

对于非O-D数据，主要构建城市群内n个城市的n×

n的对称O-D流量矩阵。

O-D数据的要素流强度统计为：

Cij=Ci→j+Cj→i （1）

式中：Cij表示城市 i与城市 j之间的要素流强度，以

投资规模、交通流量等典型的 O-D数据为例；Ci→j

表示城市 i对城市 j的投资规模；Cj→i表示城市 j对城

市 i的投资规模。

非O-D数据的要素流强度统计为：

Cij=Ci&j （2）

式中：Cij表示城市 i与城市 j之间的要素流强度，以

论文合作等典型的非O-D数据为例；Ci&j表示城市 i

与城市 j的论文合作数量。

2.2 城市网络分析

城市网络分析主要侧重于对大、中、小城市在

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关系进行量化 （林涛，2019），

分为有向网络和无向网络两种，又分为关系取向和

位置取向两种视角，难点在于城市关系数据的收集

与获取，并由此形成城市关系矩阵，在最大程度上

反映城市间的真实联系。并依据优势流分析原理，

探究网络中各个城市节点的联系强度，主要包括流

量分析、流向分析和流强度分析等，进而揭示人

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在不同城市

节点间的流动特征。

2.3 联锁网络模型

联锁网络模型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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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Fig.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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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勒（Taylor）领衔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

络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aWC） 提出

（Taylor, 2001; 2005）。联锁网络模型以高级生产服

务业中的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的分布作为测量依据

（倪鹏飞 等，2011），在模型中，假设n个城市中有

m个生产性服务企业，城市中某一企业价值由该企

业在该城市的服务价值（即企业的重要性）衡量，

企业的重要性主要由企业在城市中所具有的服务价

值进行评分，由Vij表示。Vaj，a≤n；j≤m表示企业 j在城市

a的服务价值，Vij构成n×m的服务价值矩阵V。由服

务价值矩阵V可以得到城市a与城市b之间通过某一

个企业的基本连接点：Rabj=Vaj×Vbj。Rabj即为城市 a

与城市 b之间的单位链接（elemental interlock）。那

么，Rab=Rab1+Rab2+Rabj+…+Rabm （1≤j≤m）。Rab表示城

市a和城市b两城市通过所有企业单位链接的加总，

即为城市链接（city interlock），表征城市之间的连

通性（connectivity）。

3 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3.1 产业协同创新

企业互投主要表征股东企业和被投企业之间的

投资关系，是对正在形成或强化的生产网络的精细

化描述。通过企业间资本流出行业和资本流入行业

聚合城市尺度的相互投资规模，挖掘城市之间的产

业关联关系和资本流动结构。以粤港澳大湾区高新

技术企业为代表，通过企查查网站的企业对外投资

API接口爬取包括投资企业名称、被投资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投资比例、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和企业

状态等信息，投资规模采用投资比例与被投资企业

注册资本的乘积表示，获得有效投资关系数量 1.1

万条，进一步对投资数据进行城市尺度聚合。以高

新技术企业为例，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互投主要体现

在城市对城市本身的投资，且主要集聚在深圳市和

广州市，其企业互投规模占粤港澳大湾区总规模的

45%以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投主要集中在广

深，且以广州对深圳的投资为主（图 2-a），流入深

圳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电子通信、以及其他

电子设备；其次是深佛、深莞、深惠，且以佛山对

深圳、深圳对东莞、深圳对惠州的投资为主。对外

投资企业数量主要集中在广州 （999 家）、深圳

（639 家）、佛山（414 家）和东莞（366 家），广州

68%的对外投资企业投向深圳，深圳41%的对外投

资企业投向东莞，22%投向惠州，21%投向广州，

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联系中的主导地

位比较突出。自2008年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2）》中提出的“广佛

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成为较长时间

内珠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鲜明特征。但是，当前通

过产业协同的相互渗透，城市之间的行政边界逐渐

模糊化，广佛同城之后，深佛联动趋势显现。新近

数据表明，深圳的龙头企业华润、飞荣达、中集天

达等正在佛山批量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构建一

种新型城市关系。

与揭示现状特征的企业互投不同，风险投资又

称创业投资，主要是针对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

融资方式，更多地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变

革趋势。基于中国投融资事件数据库，整理粤港澳

大湾区被投资企业名称、投资机构名称、一级行

业、二级行业、投资金额、投资年份、投资轮次等

信息，投资规模是真实投资金额和投资轮次的加

a） b） c）

图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企业互投规模（a）、风险投资规模（b）和论文合作（c）
Fig.2 The enterprise mutual investment scale (a), venture capital scale (b) and scientific paper cooperation (c) among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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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获得有效投资关系数量 2 300条，进一步对投

资数据进行城市尺度聚合。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

规模主要体现在城市对城市本身的投资，且主要集

聚在深圳市，其风险投资规模接近粤港澳大湾区总

规模的50%。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

在广深和港深，且以深圳对广州的投资、香港对深

圳的投资为主；其次是港佛、广珠、深莞和深中，

且以香港对佛山、广州对珠海、深圳对东莞、深圳

对中山的投资为主（图2-b）。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

资事件主要集中在广深之间，虽然广深和港深风险

投资规模大致相当，但是广深之间的风投事件为

342起，港深为 46起，进一步说明中小型企业是粤

港澳大湾区实施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依据国际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国

知网数据库（CNKI）以及万方数据库，揭示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尺度的论文合作关系。粤港澳大湾区

知识合作的演变趋势主要表现为：自 2000年以来，

论文合作发表以香港和广州为主；2005年之后，深

圳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快速增长，

主要得益于为弥补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吸引

国内外名校在深圳异地办学；2010年以来，形成以

广州、香港和深圳为主导的论文合作发表特征；

2014年之后截止 2017年，香港与深圳之间的论文

合作发表超过香港与广州之间的论文合作发表数

量，广州和深圳之间的论文合作也呈现增长趋势。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论文合作主要体现在港深，其

次是港广和广深之间，再次是广佛、广莞、广珠和

广惠之间（图2-c）。2017年，广州与粤港澳大湾区

其他城市合作论文总量为 4 879 篇，香港为 4 636

篇，深圳为 4 294篇。在地理临近、制度接近和等

级接近等因素影响下，科研单位联动、研究人员合

作和政府政策推动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广深

港”多中心的协同创新共同体（马海涛 等，2018）。

进而对城市之间的相互投资规模、风险投资规

模和科技论文合作进行最大值归一化处理，即表征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并进一步反映基于产

业协同创新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结构。

3.2 环境协同治理

跨界水环境治理、空气污染治理、污染密集型

企业治理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重点领

域。对于环境协同治理类指标，本文采用边界效应

的测度思路。如图 3-a所示，以广东省省级环境信

用评价企业数据库、广东省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污染密集型企业数据库，利用 Python 编码与 Arc‐

GIS空间化模块，通过百度地图API接口，以城市

边界的1、2、5、10 km等为半径设置缓冲区，统计

城市间缓冲区内污染密集型企业密度（个数/缓冲区

面积）。本文在边界缓冲区10 km范围内计算城市边

界区域污染密集型企业密度。边界缓冲区内的污染

密集型企业数量占粤港澳大湾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

66.2%，其中佛山与中山、深圳与惠州、广州与东

莞的边界污染密集型企业密度较高，反映其环境协

同治理的效果稍差。佛山与中山的边界区域主要集

聚照明电器、钣金配件、印染企业；深圳与惠州的

边界区域主要集聚电子制品、手机配件企业；广州

与东莞的边界区域主要集聚纺织服装、汽车摩托车

零配件企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边界地区等洼地

a）

b）

图3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边界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a）

和边界区域污染密集型企业密度（b）
Fig. 3 The water quality compliance rate of river junction section (a)

and the density of pollution-intensive enterprises (b) in the urban

border area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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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更容易吸引小型工业园集聚，正在成为新的增

长空间。但是，在去边界化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污

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

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密度的倒数做最大值归一化处

理，表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关系，并进一

步反映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网络结构。

城市边界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以广

东省主要跨市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状况为基础数据

库，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跨市河流

交接断面水质状况信息①，包含 20多个交接断面水

质状况数据（交接关系、水质类别、达标状况等），

特别关注深圳与香港跨市河流深圳河、珠海与澳门

跨市河流鸭涌河的交接断面水质状况，根据月度达

标率数据汇总计算城市间河流交接断面水质年平均

达标率，水质平均达标率的最大值归一化处理结果

表征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关系。结果表明（图

3-b），跨市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表现稍差的是

深圳与惠州（龙岗河、坪山河）、深圳与东莞（观

澜河）、惠州与东莞（东江）、广州与佛山（顺德水

道、平洲水道）；跨市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表

现最优的是珠海与江门（磨刀门水道）、佛山与肇

庆（西江干流）、中山与江门（磨刀门水道）。截止

2017年，深港联合治理深圳河四期工程完成。2018

年，深圳河水质达地表水Ⅴ类标准，为40年来的最

好水平。截止 2019 年，鸭涌河截污和清淤工程完

成，实现鸭涌河水质达到地表Ⅳ类水目标。政府主

体、民间机构、环保组织等多主体参与的跨境水污

染协作治理，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环境负

外部性的通道，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提供

宝贵实践经验（潘泽强 等，2019）。

3.3 服务协同共享

以高德地图逐日发布的驾车迁徙指数反映粤港

澳大湾区人口通勤强度，指数越高表示驾车跨城出

行用户量越大。图 4显示，深莞路线和广佛路线的

单日迁徙指数最高，深莞之间和广佛之间的实际迁

徙规模大致相当，其次是广莞线路、深惠线路和莞

惠线路，并且东莞至广州、惠州至深圳的实际迁徙

指数强于广州至东莞、深圳至惠州的实际迁徙指

数。以此迁徙指数的最大值归一化处理结果反映城

市与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并进一步反映粤港澳大

湾区的城市网络结构。从实际迁徙指数分析，深圳

与东莞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更为频繁，得益于其强

大的交通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深圳与东莞两地之间

有 9条高速公路相连，广州与佛山之间主要有 6条

高速公路相连。随着轨道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将对

深莞、广佛在交通维度上的协同发展水平产生深远

影响。

以高速公路收费站点数据构建的城市之间交通

流强度主要集中在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并且

广佛之间、深莞之间的出行往返规模大致相当；其

次是广州与东莞、深圳与惠州，并且东莞至广州、

惠州至深圳的出行规模强于广州至东莞、深圳至惠

州的出行规模。以百度指数构建城市之间的信息流

强度，主要集中在广州与深圳、深圳与东莞、广州

与佛山，其次是香港与广州、香港与深圳、深圳与

佛山、广州与东莞。

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网点为例，采用联锁网络

模型，物流网点数据包含粤港澳大湾区共11座城市

的POI数据，共有顺丰快递、中国邮政、德邦快递、

申通快递、圆通快递、中通快递、韵达快递等 7家

快递公司，包括物流网点名称、快递公司名称、地

址、联系电话、经纬度信息，借助联锁网络模型计

算出城市之间物流的总链接 （即城市之间的连通

性），总链接的最大值归一化处理结果表征城市之

间的物流协同关系。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

联系强度最强的是广州与深圳，联系强度远远高于

大湾区其他城市；其次是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

莞、广州与东莞；再次是香港与广州、深圳与佛

山、香港与深圳（图5-a）。

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网点为例，采用联锁网络

模型，总部位于广深港澳且位于广深港澳的网点的

服务价值赋权为 3，总部不在广深港澳且位于广深

港澳的网点的服务价值赋权为 2，其他城市的服务

价值赋权为 1。以 24家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

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

广发银行、广州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渣打

银行 （香港）、东亚银行、花旗银行、创兴银行

（香港）、大众银行（台湾）、澳门国际银行、大西

洋银行）网点数据（不包含 ATM 网点信息）为基

础，借助联锁网络模型计算出城市之间金融的总链

接（即城市之间的连通性），总链接的最大值归一

化处理结果表征城市之间的金融协同关系。借助联

①详见：http://gddata.gd.gov.cn/data/dataSet/toDataDetails/29000_00400031。

212



王长建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2 期

锁网络模型评价城市之间金融协同程度，城市

之间的金融协同程度最强的是广州与深圳、广

州与佛山，其次是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

（图5-b）。粤港澳大湾区银行网点数量最多的城

市依次为广州（3 843家）、深圳（2 818家）、佛

山（1 916家）、香港（1 528家）、东莞（1 608

家）、江门 （910 家）、惠州 （850 家）、中山

（810家）、珠海（741家）、肇庆（466家）和澳

门（211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最

多的银行网点依次是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恒

生银行、东亚银行、渣打银行，除中国银行外，

其他银行在珠三角九市的布局都相对较少，导

致对内金融联系紧密程度远远低于其对外金融

联系强度。

3.4 制度协同安排

“一国两制”下，制度因素对粤港澳区域协

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 （张虹鸥 等，

2018）。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协同安排主要是对公

共政策的量化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府

官网发布的政策文件（内容涉及联席会议、经

贸协定、联合规划、跨境区域合作、交通基础

设施等）构建数据库，将城市政府主体间的政

策互动形成量化指标，主要侧重城市主体间双

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的测度。比如开展多年的粤

港联席会议、粤澳联席会议，以及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其主要议题集中在

产业、经贸、基建、环保、社会服务等。城市

之间双边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港深、澳珠，其

次是港澳、广佛，而广深之间缺乏双边合作。

邻近城市更多体现双边合作关系，且以产业协

同创新和服务协同共享类政策为主，合作领域

涉及边界合作开发、交通基础设施衔接等。多

边合作关系主要集中在深莞惠、粤港澳，具有

国家战略驱动和都市圈战略驱动的典型特征，

以服务协同共享类政策为主，体现对宜居宜业

宜游优质生活圈的共同诉求。但是，由于粤港

澳大湾区的特殊性，使其制度安排的参与主体、

利益诉求、实施机制、协同路径等更为复杂多

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同发展亟须建立

制度化的广域行政模式（刘云刚 等，2018）。

3.5 协同水平及协同能力综合测度

通过产业协同创新、服务协同共享、制度

协同安排等不同维度测度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图5 基于物流（a）、银行（b）网点的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网络结构
Fig.5 Urban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logistics POI data (a) and bank (b)

图4 粤港澳大湾区迁徙指数
Fig.4 Migration Index among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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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分层测

度。借鉴GII总得分即投入次级指数得分和产出次

级指数得分的简单平均数，通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简

单平均求和（每个维度的最高得分为1分，总和为3

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

（图 6）。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依

次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

与深圳、深圳与惠州、澳门与珠海、香港与澳门、

惠州与东莞、香港与广州、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

山。广州和深圳因其在产业协同创新和服务协同共

享两个维度表现突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水平最高的城市组合。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因

其在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两个维度表现突

出，特别是广佛和深莞的交通联系、信息交流、物

流联系和金融协同等表现突出，同样呈现出较高的

协同发展水平。香港与深圳的协同发展更多地体现

在制度协同安排和产业协同创新。广州与东莞、深

圳与佛山同样呈现较高的协同发展水平，都是在服

务协同共享和产业协同创新等维度表现突出，特别

是广莞、深佛之间的金融协同程度和物流联系强

度，同时伴随着深佛、广莞的产业渗透，相较于固

化的“广佛肇”和“深莞惠”的空间结构，城市之

间的行政壁垒和边界属性逐步模糊化，这种关系空

间的重塑将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与挑战。相比港深的协同发展水平，澳珠的协同发

展水平偏低，澳门与珠海的协同发展主要体现在制

度协同安排，产业协同创新和服务协同共享是当前

澳珠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

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

展水平总体不高，其协同发展水平均未达到 1.8分

（以3分为准的及格线）。

借鉴GaWC通过城市链接转换为城市总链接进

行全球城市排名的计算逻辑，将粤港澳大湾区 1个

城市与其他10个城市的协同关系进行加总，得出该

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图7）。珠三角地区：深圳和

广州的协同能力为第一梯队；佛山和东莞为第二梯

队；惠州、珠海和中山为第三梯队；江门和肇庆为

第四梯队。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和广州的协同能力

为第一梯队；佛山、东莞和香港为第二梯队；澳

门、惠州、珠海和中山为第三梯队；江门和肇庆为

第四梯队。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协同

能力主要由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主导，广

深之外其他城市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能力均有不

足。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广

州在服务协同共享方面具有优势，深圳在产业协同

创新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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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Fig.6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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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香港和澳门在制度协同安排方面具有较大优

势，应借助制度优势在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进一

步转化为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产业协同创新和服务

协同共享等方面。东莞和佛山借助深莞和广佛“朋

友圈”的地理邻近优势，在服务协同共享方面具有

优势，但是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不

足。惠州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

能力。珠海、中山和江门作为珠江西岸重点打造的

都市圈，在服务协同共享和产业协同创新等方面存

在明显差距，中山和江门在制度协同安排方面也有

明显不足。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建设的节点

城市之一，但是在产业协同创新、服务协同共享、

制度协同安排等方面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差距明显，

应进一步增强发展的协同性，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互

动合作。

在城市与城市的一对一关系测度基础上，综合

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

度协同安排等维度对城市与城市的多对多关系进行

测度，将广州与佛山、佛山与肇庆、广州与肇庆的

协同关系进行加和，得出“广佛肇”都市圈的协同

发展水平，同理计算“深莞惠”和“珠中江”都市

圈的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上，“深莞惠”都市圈的

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分别由深圳－东莞、深圳－惠

州、惠州－东莞组成；“广佛肇”都市圈的协同发

展水平次之，分别由广州－佛山、佛山－肇庆、广

州－肇庆组成；“珠中江”都市圈的协同发展水平

最低，分别由珠海－中山、中山－江门、珠海－江

门组成。进一步评价三大都市圈的协同能力 （图

8），发现深莞惠都市圈的协同发展能力最强，其次

是广佛肇都市圈，深莞惠和广佛肇均在制度协同安

排和服务协同共享方面表现突出。在产业协同创新

的协同方面，深莞惠的协同能力高于广佛肇，但

是，在环境协同治理方面，深莞惠和广佛肇均存在

明显不足。珠中江的协同发展能力与深莞惠和广佛

肇存在明显差距。但是，在环境协同治理方面，珠

中江的协同能力明显高于广佛肇和深莞惠。

4 结论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科

学内涵与动力机制的前提下，从产业协同创新、环

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制度协同安排 4个维

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利用“流”空间、大数

据、网络分析、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集成

工业企业数据、风险投资数据、知识产权数据、遥

感影像数据、河流断面水质、区域空气质量、高德

地图数据、政务合作信息数据等多源异构海量数

据，重在测度城市之间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

的关系，并形成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出的主

要结论有：

1）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分维度评价方

面：从产业协同创新的视角分析得出，城市之间的

资金流主要集中在广州与深圳之间，城市之间的知

识流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环境协同治理与产

业协同创新的评价结果存在明显反差，澳门、珠

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

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

稍差。从交通、通信、物流、银行等服务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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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分析得出，广佛、深莞、广深等城市之间的

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从制度协同安排的角度分

析得出，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

优势。

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综合性评价方

面：粤港澳大湾区由改革开放以来的“核心－外

围”的空间结构，逐步发展成为去边界化趋势明显

的相互关联的网络结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

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

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

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

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

不高，其协同发展水平均未达到1.8分（以3分为准

的及格线）。在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背景下，

深圳与佛山、广州与东莞呈现联动趋势，广州和深

圳这两个近距离的超级城市也呈现竞合关系的新

格局。

本研究是对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有

益探索，基于关系网络的新视角，提出粤港澳大湾

区协同测度的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更加关注知

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性以及城市治理的边

界效应，对于形成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

科学判断，用以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都市圈

协同发展态势评估与协同决策，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城市群协同治理水平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由于数据缺乏，本研究的协同发展

水平综合评价主要是基于单一年份数据，未能开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提出之后区域协同发展

的动态变化分析，未来需要持续补充和完善突显粤

港澳大湾区典型性的指标体系和数据积累，以期对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开展协同视角的动态评估。

未来还应进一步加强协同机制及协同路径的系统研

究，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

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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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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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dustrial coordin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ve governance, service coordinative sharing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ve arrangement.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pace of flows, big data, network analysis and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are comprehensively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terurban relationship, liquidity, connectivity and boundary effec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Interurban capital flow is concentrated betwee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interurban

knowledge flow is concentrated among Hong Ko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acao, Zhuhai, Zhongshan and

Jiangmen have higher level of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ile Shenzhen-Dongguan-Huizhou and

Guangzhou-Foshan have lower level of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interurban service

coordination sharing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logistics and banking is

higher among cities of Guangzhou-Shenzhen, Guangzhou-Foshan and Shenzhen-Dongguan.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cross-border regional coordination. 2) Guangzhou and Shenzhen,

Guangzhou and Foshan, Shenzhen and Dongguan, and Hong Kong and Shenzhen have the best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t the same time, Guangzhou

and Dongguan, Shenzhen and Foshan show a linkage trend. Although the de-boundary trend is obvious and the

interurban liquidity is enhanc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generally not high. 3) The collaborative capacity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is the

strongest, and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llaborative capacity of the two international

cities, Hong Kong and Macao.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trend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ay area and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pace of flows; urban

connectivity; urba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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